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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香港警队在处理一九六零年代的种种困难方面，成就足以自豪。

但是，香港社会和警队这个主要执法机构都面对重大的问题。这些问

题很多可以直接追溯到香港突飞猛进的发展过程，在短短时间里人口

和经济力量都有惊人增长。在一九三零年代，香港是一个相当暮气沉

沉的港口，可以说是寂静的和殖民地式的穷乡僻壤，就经济和重要性

而言，远远落后于上海。战争使贸易停顿不前。随后共产党在中国内

战取得胜利、韩国发生战争和接着联合国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实质

上使一切商业活动消声匿迹。香港满街都是渴望找到工作的难民，也

有从大陆北方乘船到达的精明工业家；船舱里载满纺织机器，这些机

器为香港编织了另一种财富。在这个变化迅速、捉摸不定的环境下，

警队努力设法应付巨大的改变。  

虽然有了显著的改变，警员的薪酬仍然偏低。他们的待遇较商界人士，

甚至其他公务员都要低。管理方面出现了严重不足的问题。警队日常

的指挥工作大多在高级警长掌握之中，他们是年资较长的非宪委人

员，处事方式比较严厉。曾在非洲长时间服务的薛畿辅处长，为人果

断，虽然反对将高级警长的权力削弱的声音相当大，还是下了决心推

行改革。警队和香港社会都有贪污存在，这是远近都知的事实，但从

来没有人正式承认。贪污主要是由于工资太低而引起，也有人觉得从

赌博或其他非法活动得来的金钱可用以支付基层社会的线人，因为他

们所提供的资料在遏止罪案方面贡献尤大，从而使人认为最低限度小

规模的贪污是可以容忍的。  

薛畿辅处长更改警务人员的职级结构，以打击贪污。最基本的改变是

由大批年轻的非宪委人员担任警署警长的新职级，从高级警长 (当时

被称为「老虎」 )的手中取回行动工作和职位调派的直接控制。此外，

经过一次全面检讨后，薪酬方面也普遍提高。但是，打击贪污的最大

动力可说来得偶然，当时一间加拿大银行就一个名为彼德葛柏的个人

帐户进行例行查询，薛畿辅处长听取事件报告后，非常警讶一名总警

司如何累积这么多金钱？他立即展开调查找出事实真相，调查结果震

惊了警队和整个香港。  

彼德葛柏是一九六七年事件中的英雄之一，曾经在街头与骚乱者对

抗。但当薛畿辅处长于一九七三年六月质询葛柏，并提出葛柏的秘密

财产证据时，葛柏晕倒了。这件事极为轰动，也带来影响深远的后果。

葛柏逃离香港，使民情汹涌，抗议之声不绝，并直接促使成立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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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执法机构，就是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拥有调查和拘捕方面的

广泛权力。这个公署专责对付贪污，所招聘的人员来自本地和海外，

并且坚定地展开工作。  

毫无疑问，警务人员成为主要的对象，因为警员尤其是军装警员，在

日常工作中与市民有最密切的联系。打击贪污的行动既无处不达，也

认真严厉，不少人因此被捕。在警队和社会里，很多人觉得事情做得

太过火，他们认为多年已为人接受的做法，或者当局已熟视无睹的做

法，现在却受到仔细调查和检控。  

一九七七年，数以千计的警务人员相信自己成为新制度的受害者，列

队游行往警察总部或举行聚会，抒发他们的忿怒和苦恼。政府考虑到

原意好的事也可能做得过了火，于是就过去几乎所有个案发出特赦

令，当中大部分祇涉轻微贪污事件。  

扑灭贪污运动也留下了深刻和刺痛的伤痕。在汲取经验后，社会里有

一个新的感觉出现。许多年轻的警务人员知道以往必须接受礼物和贿

款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反而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一个由三名英国高

级警官组成的委员会研究警务处的人手和结构后，提出很多建议。全

部建议均获当局接纳，其中最重要的建议是警务人员应该有可以维持

生活的工资。在这为期五年的变动之后，警务处的制度变得有更佳的

人员、管理上更直接和开诚布公，也就是当日可以见到的皇家香港警

队。  

在那些困难、令人苦恼的日子里，警务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从未犹豫不

决。一九七二年所发生的山泥倾泻、年复一年的台风吹袭、罪案浪潮

和天灾都由富有信心和经验按年增强的警务人员恰当处理。虽然调查

工作在进行，关于过往贪污问题的广泛宣传和士气方面的短暂低落，

警务人员继续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  

警队继续得到市民大众的广泛认同和信赖。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

来，当局成立了一个公共关系  /  资讯的部门，目的是告诉市民警务

处的工作。在香港历史里最大的青少年组织  -「少年警讯」，招募了

青少年协助扑灭罪行，成绩有目共睹。警务人员的招募数字保持在高

位；在香港警务处工作是令人向往的；从警察训练学校毕业的青年男

女比较上几代的人，教育水平更佳、更具自动自觉精神和获得更良好

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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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指挥结构方面也在改变中，在六十年代初期加入警队为见

习督察的年青人其后已晋升到高级的职级。他们很多是华人，他们的

工作发展和前途自薛畿辅时代以来不断改善，正反映时代的变迁。这

些高级本地警务人员接任最高的管理阶层，这是由于在一九九七年后

有实际需要由香港华人指挥警队，以履行北京与伦敦所达成的协议规

定，也是警队在六十年代开始具前瞻性职业发展模式的成果。一九八

九年，李君夏成为首位华人警务处处长，许淇安于一九九四年继任。 

在一九七零及八零年代，越南船民不断涌入香港。一九七九年，船民

人数超过七万人，其中超过 7,000 人乘坐三艘船到港。政府为安置这

些船民及处理相关的治安问题，即时盖搭临时收容所，并派遣警员驻

守，这大大加重警队负担。其后的十年，随着更多的收容所落成及启

用，问题才得以改善。然而，滞港船民数目仍然有增无减；他们当中

祇有极少数真正难民。而营内的骚乱，尤其九十年代初的大型骚乱，

为警队带来巨大挑战。直到一九九零年代中期，警队展开大规模遣返

行动，以飞机遣送船民回越南，问题才得以逐步解决。  

一九八零年代初期，警队在架构和组织上进行重大改革，目的是提高

总区、警区和分区三个层面的指挥能力；整体原则是希望将权力和责

任下放至最低及实际可行的指挥层面。其后，警队又全面检讨军装部

人员的调配事宜，其中包括修改小队的指挥架构、改善维持社区治安

的方法和实施较灵活的巡逻及轮更制度。  

在一九七零至九零年代期间，警队大幅扩展编制 (由七十年代中期的

14,500 增至八十年代中期的 24,700 及九十年代中期的 27,500 名人

员 )，以应对香港人口数字攀升 (由七十年代中期的四百五十万人增至

八十年代中期的五百五十万人及九十年代中期的六百一十万人 )所带

来的挑战。上述扩展编制计划为现代化的警队奠下基石，亦有助警队

成功应对往后的各种挑战。 

在九十年代初，涉及真枪的劫案 (特别是针对金铺和钟表店的案件 )数

目上升。匪徒常常配备大火力枪械，妄顾市民安全在闹市中恣意开枪。

虽然警务人员在这种极度危险的环境下面对严峻考验，他们仍坚毅不

屈和勇敢地维持治安，并与内地相关执法部门有效协调。全因警队制

定有效策略打击暴力罪案及每位警务人员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和维持

社会秩序的决心，持械劫案其后在香港几近绝迹。涉及真枪的劫案在

一九九零年多达 66 宗，在一九九一年和九二年亦分别有 46 宗；而

在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四年期间，并没有这类案件发生。  



 4

参考文献：  

1.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政府统计处网页，「人口估计」， (有关年

份 1961-2015)。  

2.  冼乐嘉。《皇家香港警察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  1844-1994》。    

香港：皇家香港警察队警察公共关系科， 1994。  


